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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立的初衷是在政治以外促进世界和平，但政治往往是影响奥运会能否顺利举行的重要因素。纵观国际奥林匹克发展史奥林匹克运动却始终被无法摆脱被政治化的命运。自冷战时期，美苏通过外交污名化与抵制方式破坏对方国家声誉；至21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索契冬奥会以“人权”为由进行污名化指责。基于这些历史资料，从历史的维度探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速体育政治化的动因，拟将体育政治化的路径归结为外交抵制与制裁、污名化与利用国际组织创设有利规则等三方面，通过分析近代俄罗斯在奥运会应对西方政治化的历史案例，从中俄两国的角度提出去体育政治化对策与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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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lympic spirit carries values such as peace, unity, respect and unity.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Olympic Charter, the Olympic Games should not be politicized,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good wishes of the Olympic Games to be de-politicized are often disturbed by various parties, and countries continue to take political actions and diplomatic boycotts, trying to use sport as a political tool.As early as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ttempted to destroy each other’s national reputation through diplomatic stigmatization and boycotts.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western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tigmatize the Sochi Winter Olympics on the grounds of "human rights". Based on this phenomenon, the author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motivation and path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sports? This article intended to attribute the path of sports politicization to three aspects: diplomatic boycott and sanctions, stigmatization and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create favorable rules.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cases of modern Olympic Games,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depoliticizing sport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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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政治化这一主题国内研究内容有限，集中于对体育政治化的合法性、动因和哲学思辨的探讨，少与现实相联结，如学者乔玉成和许登云在《论体育的政治化倾向——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中讨论了体育政治化的成因；刘桂海在《体育政治化深层机理研究》一文中以国家利益与权力政治为立足点，在研究中得出国家利益的“体育式寻租”是目前体育政治化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邓红英在《略论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外交》中指出中国如何在去体育政治化的背景下提升自身的体育综合实力等问题。现代奥运会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围绕奥运会进行的抗议活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演进过程中的诸多“拐点”大都为人所熟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部分国家针对奥运会发起了一连串的抵制和禁令，以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为甚。冷战时期，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苏联抵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使这场体育政治化浪潮最终达到了顶峰，然而这样一个具有潜在理论吸引力的重大全球性事件却被主流国际关系文献所忽视。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俄罗斯学界对于体育政治化研究的演进，界定体育政治化与国内外表现，对俄国历史上举办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进行案例分析，探求西方国家体育政治化的具体路径即通过外交抵制、外交污名化和利用国际组织创制规则来干涉俄罗斯举办奥运会，最后尝试在此基础上探讨去体育政治化背景下的中国参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体育政治化为视角，探视西方国家以软实力工具对俄罗斯进行政治斗争，并系统化体育政治化的具体路径。
2 体育政治化的概念界定与表现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政治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体育运动中，成为政治宣传和操纵舆论工具，被强权国家利用用以进行政治对抗。奥运会为提供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政治机会结构，不仅能够帮助西方国家在国际上获取资源和寻求盟友，而且能够借用奥运会强大的象征性和影响力来唤醒大众对其主张的关注，并为其集体诉求塑造某种合法性[
]。俄罗斯学者奥欣妮娜（Осинина Д.Д.）在《现代世界的体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体育政治化表现为西方国家积极利用体育作为“软实力”政策工具，违背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中立原则，不断对对象国施加负面影响与抹黑对象国。[
]奥运会本身虽不是政治活动，但西方国家不断对其赋予价值理念使其具有了政治意义，历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都在不断重申：“体育完全脱离政治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然而，奥运会时常成为国际政治抗争集中爆发的焦点。自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柏林奥运会以来，奥运会筹办及举办期间都曾发生过政治事件。[
]“体育政治化”（又称体育运动政治化）的内涵逐渐指向体育作为各国用来影响外交、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手段。体育政治化体现为：现代奥运会容易成为某些国家干涉他国的外交借口；国歌和国旗等民族国家意识渗透进比赛；体育成绩列入官员的政绩；体育提倡反歧视原则与国家内部的种族观念的矛盾冲突等等。
综上所述，在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政治与体育相互作用，成为西方大国的“国际政治游乐场”，体现在许多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当中。其中西方国家往往借助体育活动，在国际层面上发挥政治效用与影响。西方国家强调将体育作为一种对他国施加压力或影响的工具。政治家利用重大体育赛事向该国国内政治施加压力。这些赛事往往是世人关注的焦点，而在西方国家的恶意操纵下，转变成为各国表达政治观点甚至是进行外交抵制的绝佳平台。
3 西方国家体育政治化的行为方式

3.1 通过外交抵制和外交制裁来影响奥运会进程

3.1.1外交抵制与外交制裁的概念界定

外交抵制被视为低力度抵制与非全面抵制，政府官员不参加他国的奥运会，但不阻止本国的运动员参赛。悉尼科技大学体育管理系副教授阿迭尔（Daryl Adair）表示，西方国家对体育运动的外交抵制指的是，允许本国运动员去对象国参加比赛，但该国政府不认可对象国是体育活动适合的主办方。[
]从外交抵制的实际影响结果上来讲，外交抵制的代价较低，不会对国家之间的贸易或日常政治关系造成影响，但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冷战期间与中美战略竞争时期，体育政治化也表现为西方国家集体抵制崛起国，开展西方的价值观外交，以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凝聚西方共识、积极拉拢盟友，希望通过“朋友圈”的阵营式对抗，将与对象国之间的双边竞争转化为多边竞争。

通常来说，外交制裁是指一个国际关系行为体（通常是主权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者通过公开宣告本国政府的愤怒与不满采取的主动外交行为，针对另外一个行为体通过外交手段予以惩罚。外交制裁作为一种外交领域国家行为，其做法往往具有非暴力的特点，一般而言外交制裁常常是国家间外交交涉失败后的手段。[
]体育领域的外交制裁被用作心理战的一种方式，旨在粉碎目标国家人民的士气。体育制裁的手段由重到轻如下：完全剥夺被制裁国国内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资格，也就是场上不会有该国运动员的身影；该国运动员只能以中立身份参赛；可以以自己国家国旗参赛，但由各单项国际体育协会裁定；剥夺该国国际体育赛事的主办权。

3.1.2 美苏冷战与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的外交抵制
这种外交抵制情形在美苏冷战期间表现地最为明显。1980年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苏联对洛杉矶奥运互相抵制，这一政治博弈也殃及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展。冷战时期美苏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对抗在体育领域表现为美苏拒绝参加对方国家召开的奥运会，苏联及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在新闻界和公开演讲中一再坦言，体育是世界地缘政治对抗的最重要战线之一。

在莫斯科举办奥运会期间美国等多个国家进行了外交抵制，外交抵制的政治理由是抗议苏联的领导层向阿富汗出兵的政策决议，当时的美国领导人不仅禁止本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也不允许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升起美国旗帜。大多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支持美国政府抵制奥运会的想法。例如1980年1月在参议员S.威斯克（S. Weisker）和参议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R.伯德(R. Byrd )的倡议下国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即美国将拒绝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而在1980年初美国国会又接连通过多个决议全方面制裁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0年1月至4月，美国国会多次会议讨论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问题。最终美国国会通过了之后提交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即要求取消、推迟或重新安排1980年奥运会。

1980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提出上诉，要求取消苏联承办1980年奥运会资格。但是美国奥委会主席凯恩（M. Keellanin）随即对抵制奥运会的举措提出了反对，并于1月21日发表了官方声明指出“体育应该脱离政治”。同年2月国际奥委会最终拒绝了美国的上诉，4月12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单方面抵制奥运会，3月29日美国总统要求美国商务部禁止向苏联出口与夏季奥运会有关的商品和设备。

除了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行大规模的外交抵制，美国政府还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反苏宣传。大量美国媒体将苏联举办的冬奥会和由德国纳粹政党举办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1936年的奥运会对德国纳粹党来说不仅是一场体育比赛，而且也是通过体育宣传使希特勒政权合法化的一种方式。美国的此种比喻也意味着对苏联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批判，指责莫斯科奥运会像德国纳粹党举办的奥运会一样，是向世界展示意识形态最好一面的捷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说1980年夏季奥运会的失败（如果它没有举行或被许多国家抵制）将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失败。[
]美国抵制奥运会的行动促使国际奥委会的规则发生了变化，以加强对那些试图提出外交抵制的国家及其奥运会国家委员会的惩罚。

3.2 通过外交污名化的方式破坏东道国的国际形象

3.2.1污名化界定

污名化是指国际政治博弈中一国以侮辱性、贬抑性指称对目标对象进行认知重构的话语框定。在国际关系中，污名化是一个常见现象。污名化的作用对象是行为体的身份、特征和行为，污名化一旦成功会创造有利于施污者的话语权力。

污名化过程可分为污名形成阶段的前污名化和污名应用阶段的后污名化，其中的区别就在于污名是否凝结。污名凝结说明这一话语框架得到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广泛回应、支持与认同，并持续发挥作用。污名没有凝结，则说明这一污名话语框架难以动员其他国家。本文认为，污名凝结与否与国际社会对被污国的身份认同以及这一污名是否触及其本身利益相关。此外，被污国的及时反应和有效应对也对污名形成起到阻滞作用。[
]这种污名化的行为往往会对被污国的整体国家安全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它通过对被污国情感的凝结、主观构建对被污国的想象与行为的认知臆想，并将其诉诸于行动当中，被污国在这一过程中被建构为国际社会中应受贬抑的对象。
3.2.2西方国家以俄罗斯“迫害歧视LGBT[
]群体”和铺张浪费为由批评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

在全世界大批体育人士齐聚索契之际，西方对这届史上最昂贵奥运会的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2013年由于俄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国内LGBT（LGBT为性少数群体，是指在性倾向、性别认同、性身份或性行为等方面上与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同的群体，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跨性别、间性人等都属于性少数群体）人群的法案（这些法案主要包括：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同性恋生活方式、禁止俄国或外国同性恋人士领养俄国儿童等），该系列法案通过后就立刻招致国际LGBT维权组织、人权组织以及部分西方国家政府的强烈谴责，部分西方国家再一次通过人权问题讨论抵制索契冬奥会[
]。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西方国家利用全球性媒体的强大影响力，试图利用国际媒体来吸引国际社会对俄政府“迫害歧视同性恋群体”问题的关注，西方国家的LGBT群体对俄罗斯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批评与指责，西方各大媒体纷纷在此问题上指责俄政府“进行群体灭绝”和“忽略人权”，认为俄罗斯没有资格开展此次冬奥会。[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俄罗斯最激进的切尔克斯组织了“切尔克斯大会”反对索契奥运会，在媒体领域不断宣传这一话题。围绕奥运会展开的抗议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外国切尔克斯侨民代表的积极参与。互联网对切尔克斯抗议运动走向激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西方国家的责难表示，西方的批评让人想起苏联时期的冷战思维。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在对俄政府提出“迫害歧视同性恋群体”等破坏人权的污名化指责的同时，还指责俄罗斯举办奥运会时过于铺张浪费，2014年的西方媒体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大肆报道索契奥运建设中存在的巨额腐败，《华盛顿邮报》甚至通过长篇报道将索契冬奥会相关项目比喻为“斯大林式的铺张浪费”。西方消息人士估计，整个项目的成本达到510亿美元，一些人称其中的三分之一被不当挪用，但这些指控都没有站得住脚的事实依据是无端的指责。这种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几乎在每场国际性体育赛事之前都会出现，俄罗斯的反对派政治势力利用媒体提请国内外民众注意正在索契冬奥会项目的巨额开支，并试图引起人们对其实施过程中腐败问题的关注。[
]面对南俄边境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的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迫害歧视同性恋群体”法律的抗议、以及被西方媒体大肆渲染的冬奥会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期间的腐败浪费，都给索契冬奥会蒙上了阴影。

3.3 利用国际组织、国际话语权创制不利于东道国的国际规则  

当今国际政治局势波云诡谲，随着冷战思维的重启，在庞大政治利益的驱使下部分西方国家对国际组织与机构的正常运转进行影响和操纵，通过资金支持或参与国际组织决策来实现对规则制定的隐形决策，以此达成对本国体育事业最有利的决策，遏制其他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例如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在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制定新规则施加影响，引发了其他国家怀疑其在处理国际兴奋剂问题中可能存在“双重标准”。奥运会旨在将不同国籍、宗教、种族的运动员团结起来，而不幸的是在现代信息社会，许多国家元首将体育视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证明其优越性的另一个机会，使用的手段并也在不断僭越奥林匹克精神：西方国家利用强有力的媒介与互联网，垄断国际话语权以误导国际社会并侵犯敌对国家的人权。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当局、政府忘记在要求奥运会东道国遵守体育规则的同时，去限制本国行为体远离某些政治程序。[
]
国际体坛从2016年起陆续爆出了多起兴奋剂丑闻。这些传闻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指控俄罗斯奥运代表团“有组织的集体服用违禁药品”。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幕前夕，世界反兴奋机构指责俄罗斯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米屈肼、康力龙、诺龙等），并随即将部分俄籍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取消。[
]这一指控直接让俄罗斯奥运代表团无法参加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在这一事件最终使俄罗斯被处以全面禁止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随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网络数据库被俄罗斯黑客组织“奇幻熊（Fancy Bears）”侵入和破解，众多西方大国运动员合法地“以治疗为目的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权”的情况逐步为世人所知，“治疗用药豁免权”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运动员存在滥用的情况，正如俄罗斯学者提出的尖锐问题：谁也不相信这些患有哮喘和多动症的运动员能够通过高强度的训练获得金牌，这一事件揭露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处理各国兴奋剂上存在“双重标准”，一直以来以独立和科学检测而备受社会各界信任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其公信力在政治博弈的漩涡中遭受重创。[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兴奋剂样本的双重“解读”，将俄罗斯运动员、举重运动员以及整个俄罗斯残奥会代表团排除在外，很显然在其背后是西方国家利用国际体育组织，量身创制有利于本国的体育规则，他们积极推行的双重标准政策已成为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显著特征。例如治疗用药豁免权让威廉姆斯姐妹即使使用了违禁药物却仍然不会影响比赛，而俄罗斯网球女子运动员玛丽亚·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却因为队医的疏忽因服用米屈肼而受到奥委会的惩罚[
]，这些问题都因国家间的政治斗争而变得愈加复杂和难以解决。

4 去体育政治化面临的困境

4.1 奥运会建立的构想与具体实践间的差距

奥林匹克运动的系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国家（世界）的系统来构想和建设的。但是从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来看，国际奥委会需要通过对参与国赋权的方式将每一个国家行为体融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纵观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自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以来，每一个参与国都会通过奥运会这一平台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展示风采。但随着近代以来特别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对峙的加剧，政治与体育的关系也在不断碰撞中得以加深，在部分西方国家的主导下体育政治化现象正在不断在国家与国际层面的体育组织、委员会及其联合会的活动中蔓延，这一点可以从国际奥委会领导人的观点和立场发生的微妙变化体现出来，1980年至2001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就表示：“在世界上由于各国政治制度不同，各国开展国际体育活动也像政治交往一样，表现出了相应的差异与矛盾；即使国际奥委会可以宣传政治与体育无关，体育运动是独立的，但必须注意到的是，政治博弈也反映在奥运会当中”。[
]
综上，体育运动一方面不直接是政治性的，毫无疑问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体育受到政治和政治家的影响，体育可以被用于政治目的。在实践中西方国家正在通过政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从而融入到奥林匹克语境中，这样的思维毫无疑问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往往会造成奥运会参赛国与国家奥委会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西方国家企图以奥林匹克运动作为政治性的国际宣传手段，对奥运会本身的发展不利。奥运会政治政治化的历史案例清楚地表明，西方国家借用表达政治意志的形式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会实现本国的预期目标。每一个体育政治化的历史和现实案例，都不可避免地对奥林匹克运动理念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建设性互动原则造成重大破坏[22]。

4.2 国际奥委会自身的发展困境与价值依附

国际奥委会在其发展中也衍生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国际奥委会不是政府机构，它的资金来源于赞助商、媒体、私人商业投资、广告公司等。有观点认为，美国作为最大的赞助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奥委会决策。[
]与此同时为品牌做广告的大型商业公司在这其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通过巨额的资金支持与有影响力的个人参与进奥运会决策，让商业价值与奥林匹克理想信念联系在一起，即与公平竞争、人民友谊、世界和平等人类的美好愿景联系在一起。

奥林匹克运动的商业化正引发一系列问题，其中也暴露了国际奥委会的内部问题。赞助商只关心运动员品牌推广的销售利润，国际奥委会也忽视在社会公众的利益和赞助商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顾拜旦无法想象一百年后这项运动会变成如今的模样，现代体育的发展无时无刻都在产生新的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有很多学者指出国际奥委会的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僵化，在西方精英主义主导下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制度使得国际奥委会内部很少出现不同的声音，很多人批评国际奥委会决策层是“世界上最封闭的俱乐部”，持有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国际奥委会成员难以进入领导层，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的决策呈现出了人治的特点。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奥委会在委员年限改革上出现的反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其改革的保守性，通过反复更改委员的退休年龄来延长现有委员的工作年限，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国际奥委会开放、合作与共赢的精神准测，尽管近些年来国际奥委会在民主、公开和透明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由于其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的故有问题，可以预期短时间内这些弊端难以出现较大的改观[
]。

4.3 部分国家去体育政治化举措难以持续

体育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各国都在使用体育这一工具提升政治影响或进行政治活动。其中，运动员的国际成就、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都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但如俄罗斯这类国家，尽管拥有着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但在应对西方国家集体抵制国际体育活动时，仍然力不从心。具体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
首先，国家缺乏明确的“软实力”综合战略，以奥运会为例，各国政府应提前制定相关战略并阐明政治目标、规划详细的行动计划。例如俄罗斯举办的大型体育活动如索契奥运会、201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都缺少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计划。其次，国家缺乏一个体育类协调中心与机制来执行任务和控制财务成本，这种机制的缺乏直接影响了该国软实力政策的实施效果。国家缺乏有效的宣传方式来持续提升国家形象。各国政府有必要利用流行的网络信息和通讯平台，借助数字外交途径，在互联网上与国外目标受众建立并保持定期联系。最后，国家应加强与非国家行为体及其组织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企业和媒体之间的联系并保持持续互动。

5 去体育政治化背景下的中国参与

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西方国家将体育政治化，取决于中国相应对的策略，这将关乎国际体育赛事的发展与繁荣，一旦处理不当，便会进一步加剧体育政治化，引发更大规模与强度的体育政治危机。谈及这些不和谐声音背后的逻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陈向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这暴露出了有关国家和媒体的阴暗心理和狭隘心胸，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对中国的良好发展态势“羡慕嫉妒恨”。他们的做派，出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偏见，出于吹毛求疵的心理。少数西方国家的“病根”在于其见不得中国好、唯恐中国强大的偏执心态，出于对自身发展走势越来越不自信的失落感，以及一种“你赢我输”的零和思维。

第一，中国需要努力构建开放与安全的共同体理念。所谓“开放与安全的共同体”，与保护主义的区域安全合作具有的排外性与竞争性特征不同，开放的安全共同体强调共存性和共享性。这不仅需要中国在体育理念方面进行创新以顺应时代的变化，还需要促进规则与机制创新以兼顾不同利益诉求。和合共生与安全共享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价值）以及多元行为体协同体系更能有效应对体育政治化。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的客观价值是为世界提供“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典型范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奥林匹克价值观具有共同的追求，它将体育运动中的“和平、团结、尊重与联合”延伸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体现了更广阔的包容性。办好北京冬奥会不仅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行动，也是对奥林匹克价值观的丰富。[
]
第二，中国可以仿效经济学领域的绿色清单，探索体育领域的公平发展清单。针对各国开展大型体育赛事中出现的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尝试将其细化并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其起源和影响范围再将其细分，制定、评估等级标准，依据不同类型制定预案，定期更新。探索和制定体育领域的清单既可以规避“泛政治化”与“泛安全化”倾向，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减少误解与误判，同时也可以为应对未来体育政治化引发的国际危机提供参考标准。

第三，中国应坚持反对西方的体育政治化行为。中国应当坚持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部分西方国家持续通过体育政治化为媒介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也将对各国运动员以及国际奥林匹克事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包括许多国家政府、奥委会以及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各界都明确反对这种错误做法，美、加有关人士应停止利用奥林匹克运动搞政治操弄，不应站在各国运动员和冬奥运动爱好者的对立面[
]。体育政治化毫无疑问是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行为，部分西方国家有意利用国家重大体育赛事如奥运会、残奥会以及世界杯等，将它视作为对对方国家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这种行为是要坚决反对的。这种行为既是对奥林匹克基本原则的践踏，也是国际霸权与强权的充分暴露，体育赛事的开展应符合科学、基于事实而不应被政治化。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是战胜体育政治化的有效、可持续的最佳方式，要始终坚持独立、专业立场，不能被政治绑架。

6 结语

考虑到特定的历史时期，笔者得出结论，体育和政治一直处于复杂的关系中。种族歧视、政治意识形态分歧、商业化、业余与专业分化、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选择等问题屡屡出现，有的得到解决，有的依然存在在国际体育活动当中。体育有必要回归其作为和平大使、各国人民友谊大使、友好对抗而不是战争和相互仇恨的大使的初衷。体育应该有助于团结人民，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国籍、宗教信仰和社会水平如何。国际奥委会创始人顾拜旦向世界提供了其最著名的信条之一：“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生命中重要的不是胜利不过是斗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义”也再次点明“团结”这一顾拜旦等先驱筹办奥运会的初衷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 

因此，部分西方国家大肆重启冷战思维，大搞体育运动政治化抵制奥运会，不仅不可能达到他们险恶的用心，而且违背了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的奥林匹克精神。就像是俄罗斯学者所说，“我们的世界已经足够复杂和分裂。体育目前几乎是将城市、地区和整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最后机会——至少是暂时的。它跨越阶级、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没有任何偏见的情况下举办。体育不应是政治的工具。体育的生命在于它的自主性和它可以激发的快乐，以及它可以产生的社会凝聚力。如果将体育政治化，就会剥夺人们达成共识的最后堡垒。”[
]正如几十年前中国的“乒乓外交”，体育应该架起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桥梁，而不是作为一些国家用以打击他国的政治藩篱。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这段时间里，个别西方国家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毫无疑问不会放弃在全球聚焦的北京冬奥期间大搞体育运动政治化，旧有冷战期间的污名化的手段也将会不断重拾，例如过西方反华媒体所持有的舆论霸权，捏造事实和歪曲解读抹黑北京冬奥会和中国的国家形象；通过政治、经济以及外交等层面向其他国家施压共同实施外交制裁；通过政治阴谋胁迫正常的奥运会商业赞助行为，迫使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退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赞助商名单，针对重拾冷战思维大搞体育运动政治化的部分西方政客，中方在新冠疫情下办好一场“简约、安全、精彩”冬季奥运会的同时，也要在习近平同志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精神指导下，清醒的认识到仅对西方国家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观点展开正面的批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构建一个奥运舆论叙事体系，主动塑造涉奥国际舆论环境，通过改革和创新中国国际传播方式和手段传播出去，着力捍卫奥林匹克运动非政治化的宪章精神和国际奥林匹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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